施建生早年生涯口述

訪談：朱元魁

時間：2010年3月

問：可否請老師的生平先開始談起？包括家庭教育狀況、求學生涯等……..
答：我這個小學、中學，小學是在我的故鄉浙江很小的一個縣，叫作晉雲，小學大概是在那邊過的。有時候我也常到杭州到初中以後到高中六年是在杭州，然後呢！大學我比較複雜，我要說我的情形為何比較複雜；我不是一個很好唸書的人，我講實在話，我中學每年大概都在留級的邊緣，沒有留級，但是在邊緣上，照現在的制度我就留級了。那時候有個補考，我大概每年，尤其是初中三年，每年都在接近留級的邊緣而沒有留。所以我唸書是不行的，因此我到了初中畢業要考高中，我那時候在杭州住；複雜的是，我考高中這個大概八、九月考，九月快上學了，我考了都沒有取。在杭州的中學從最好的到馬馬虎虎的中學，那時候要個別考試，沒有會考，所以我才最贊成聯合招生，一次就決定，我是很有經驗。我初中畢業以後，在杭州考的高中，那時候杭州最好的高中，叫作杭州省立高級中學，相當於台北的建中。我就考了，但是沒有取，我也知道不會取，不過就都考阿！就像大家都考建中、都考台大，也不見得都考的取；我就是這種分子。

    然後呢，到九月差不多，很晚了，人家都有學校，我沒有學校，有一天看報紙看報 有一個學校不在杭州，是在吳興。現在有一個吳興街，吳興離杭州大概公路一百多里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杭州到湖州，吳興另外一個名字叫做湖州，就好像寧波，大家叫作晉縣，也有一樣的，紹興就叫紹興。所以我呢，就沒地方去，我就到湖州去考試。那時候交通情形阿，現在有高速公路，那時候大概民國二十來年，交通不很發達。杭州與湖州之間，開了一條叫作京杭國道，京是南京、杭是杭州，有一條國道可以直達。剛剛這個京杭國道通過湖州，那時候我就第一次坐公車，我從來以前都沒有做過公車，我第一次跑到湖州去、人生第一次住旅館，從來沒住過。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娼妓，旅館就有妓女，我那時候都不知道有這回事，這個旅館是可以叫姑娘的！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住旅館、第一次知道娼妓的生活。

    第二天就考了，這什麼學校呢，銜頭很長，私立東吳大學，東吳就是現在這個東吳，這個是從大陸來的私立教會學校，私立東吳大學本不是在蘇州，然後他有三個中學：他有第一附中、第二附中、第三附中。我這個學校是第三附中，它叫作私立東吳大學第三附設中學，就是我去考的最後一個高中。考了一天大家都等著放榜後就走，這個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，都是跟我一樣的，到這個時候都還無家可歸同病相憐。我們就很著急阿！榜是貼在牆上了，我們都看著他貼，我名字是有：高一。我是試讀生，我解釋給你聽，我到處考不取，我也是考試的經驗是老將，我們那時候考試只有正取備取，當時只有兩種。他這個榜貼出來很奇怪， 沒有正取備取，我們就不知道甚麼，他叫做試讀生。試讀生如下：就有我的名字 施建生，我們有同考的人阿，就問你考取沒？我說我也不曉得，他叫試讀生呢。大家都不懂。那我呢，成績不行，但膽子很大，他們不敢問，就叫我去問。我就找教務處，我就問：我看了榜，我們是試讀生，可不可以來讀？這個人答得很妙， 試讀生！你來讀讀看阿，怎麼不取！當然取了。那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有學校念了。

   從杭州離開到湖， 高中在那邊第一年，那時候教會學校，那個學校有三個分區：第一附中在蘇州、第二附中在上海 、第三富附中在湖州，我們是第三附中，那普通都是外國人辦的，那時候中學教英文的都是外國人，我在那邊念了一年，感覺沒有興趣。湖州也算是大城市，但比杭州差了好遠，我們這將三個最大的城市，杭嘉湖，杭州嘉興湖州，第四個是寧波 。不想念想轉學，一轉學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樣望子成龍，都希望考好學校， 轉學也是寫第一高， 過去一中、二中、三中，以後改為地名。以前都是第一第二，我們浙江有十一個中學，第一中學在杭州，之後改為地名杭州中學。他小學在杭州我有念過，小時候因為父親的關係，有去念過。要轉學第一個要考杭高，插班是二年級，那就考。我爸就說說： 很好阿我給你寫一封信給我朋友，介紹關照一下。我說不要嘛！我憑自己的本領阿！關照信沒有必要阿。那吹牛阿！我心裡想的是：我一定考不取的，考不取你寫封信給你朋友，你朋友會一定會寫信回你考不取的原因，最好的理由是我的成績，一定是把我的成績告訴你；為什麼不取，因為成績不足愛莫能助。那我父親就說：不要緊，又不是說人情，取不取都不要緊，關照一下就無所謂。他父親阿！ 我無所謂，表示我兒子的孝心，那當然果然不錯。不取嘛，不取是應該的，因為他高中考大代數，我們高二才學大代數，他高一就大代數，我念都沒念過當然是鴨蛋。大陸很多程度好的，像是杭高就都是程度好的，果然不錯，令郎為何不取 ？成績勘驗如下：鴨蛋嘛！我心裡想老早就曉得考不取，我考不取可以說不幸差一點點，我的底牌你還不曉得；但你這樣就把我底牌給揭開了，沒有面子阿！不取考第二個也不取。

    又到九月差不多，我父親那時候不在杭州，我父親的朋友就叫我回到湖州去念，不能不念書阿！我唱高調說不要緊，不念就不念，心裡還是虛的，表面上很鎮靜。又到九月差不多，有個學校第二次招生，這個學校第一次我考過沒考取，他有二次招生，我就再次去試要報名，報名要有畢業證書，證書背後蓋章招收委員會表示這個你有念過，背後就蓋一個章，證明你是可以考的。我的證書背後，圖章不知道蓋多少，因為我不知道考了好多次，那個招生的工讀生，好多人都在排隊，輪到我交上去，他一看，施建生考過的嘛！我生氣的回答一句話，我一反問他也臉紅了：我說你阿，有沒有好的學校有第二次招生的，沒有一個學校考過一次還要考第二次，正因為有你這學校才有我這學生，如果沒我這個學生，你這第二次招生就無法招了。我這樣一說是受了打擊了，人都有羞恥心的，他當場污辱我。當然我報了名就考了一考等開榜，那中學在杭州，一開榜我是高二 ，那榜跟現在不一樣，現在都看報紙的，他要貼出來，我們等他貼，貼大概從後頭貼起到最後，初一、初二、高一、高二他是倒著貼，前面反道最後看到。我們就很著急，我最後看到有施建生，還在第一名。那些都是老同生、老朋友，大家都說 你考第一阿。我就說：瞎扯阿！那是按照報名次序阿！但他們說：他沒寫次序，就是按照成績。不管怎樣，我榜上就是第一，開學了之後，儘管是新生，很多人班上都是一年級考取的老朋友；大家都說：麵包你又來了，我那時候綽號叫麵包， 臉圓圓的。這所學校叫作匯來中學，變成我畢業就這所學校畢業的，後來念兩年就畢業了。

    高二英文都外國人教，老師是一個老小姐，有ㄧ次要月考，要發考卷還給你， 她發卷子以前，黑板上寫了幾個號碼，然後她一發，我們那時候是按照身高排座位。我是四號，長的比較小一點，坐在第一排，她發卷子很有次序，她一分傳過去，就只有我沒有卷子。我心想糟糕了，人家都有卷子，我怎麼沒有拿到。後來老小姐就拿一個卷子，她說的是英文，上課都是英文，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她說的話：THIS IS THE BEST PAPPER I HAVE EVER SEEN。一看她念了一下，旁邊左右的鄰居都用懷疑的眼光，想說怎麼是你施建生哩，一定是舞弊阿！怎麼可能有這麼好。我都不怪人家的，不過我就感覺到天知地知自己知，有沒有作弊我自己知道，這種題目也沒辦法作弊，又不是考古題。所以感覺到這個一個人有一個教訓：你壞事做了人家永遠記得，好事永遠不記得。我是功課不行的學生，人家永遠記得，如果成績突然行一定是假的。我有這個經驗，就有一個很大的教訓，從此稍微認真一點。那時候考大代數，我也是考了九十分，那時候高二有一個轉機，我很喜歡運動，那時候有田徑賽、有籃球，我都玩過，除此之外我不太唸書的，我的習慣就是如此；考得稍微認真點，也不過只有稍微一點，成績也不太行。不過我們那個中學，其實只是二流貨，不能跟現在建中這樣的學校比，大概就強恕那一類的水準。

    後來要考大學了，一定要念國立大學阿，那時候的學生一定是這樣的，一考那時候沒有統一招生，那時候杭州有二個大學，我都不要念，一個國立浙江大學 這好的；還有一個是私立浙江大學，他是教會學校。浙江是錢塘江，他的英文名字是杭州大學。我們那時候的學生二個大學都不願意念，我們要考別的，要到上海、要到南京附近的，好的大的大學他都分幾個地方考試，不是光一個地方考試；不行的大學，他當地都招不到人，還要到其他地方去浪費錢嗎？那我們第一次就到了上海、南京，從來沒坐過火車這麼老遠的，這是很繁華的一條線，中國最精華的所在。我們教會學校有聯繫，他跟各大學有聯繫，他在你每一年各大學差不多會到各中學來招生，他會問今年貴校有沒有人願意來，如果有學生想唸，就派人來進行考試，像是考托福這樣的考試，所以教會學校有這個便利，還沒畢業就來了。那時候我們班上有大學來徵求我們願不願意去，那時候大家就要進東吳大學，我心中就不願意，我想進滬江大學，這所學校在上海，東吳在蘇州。我為何不願意到蘇州要到上海，因為兩個地方我都畢業旅行有去過，我那時候畢業旅行到上海、杭州、蘇州、南京都看了一下，這些地方比較起來，我對滬江大學印象非常好，在黃埔江門口，校舍非常堂皇，尤其女生非常漂亮，那時候高跟皮鞋，女生都非常摩登。蘇州那時候是人稱上有天堂、下有蘇杭，蘇州還擺在杭州前面，但跟杭州不能比，蘇州是小城市。我們同學就說大家都考東吳，你一個人去上海考划不來，大家一起考算了。我也接受了這個建議，我就想說考哪一系，那時候大家都填法學院，東吳法學院跟這個不一樣，他五年畢業，現在好像改了。東吳要找法學院，不是法律系，這是美國制度LAW SCHOOL，不是DEPARTMENT OF LAW，那麼大家都考這個。結果一考都取了，本來是每個人都不唸的，準備一個備胎而已，沒地方去再說，都想要去唸國立大學，考國立學校的時候，那時候有個備胎。大學已經有了，東吳大學已經考取了，結果周遊一下，去考北大、考中大，都是有名的學校，當然也是全軍覆沒 。東吳跟我有緣，大學又是東吳，就到蘇州去了一年。東吳大學法學院要五年畢業，第一年在蘇州，之後在上海，東吳大學的法學院英文名字叫做COMPARETIVE LAW SCHOOL IN CHINA，不是DEPARTMENT OF LAW，他其實中國的比較法學學校，他是英美法的，他這種學生為甚麼都上，因為他只有這種有租界才用這個法。中國法跟英美法不一樣的，那時候中國殖民地阿，你們是把殖民地當作歷史的名稱，對我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那他這個LAW SCHOOL的人才一畢業，當地就用了，就像現在台商到大陸，所以他一年級在校本部，就像台大的法學院醫學院校本部之分。我那時候唸我認識一個人，但是他不認識我，這個人跟我同一年進去，我一年級他也一年級，這個人是東吳一中的，我是東吳三中的。這個人非常有名，叫作蔣建鎬，這個人為什麼有名呢？人家說他是蔣委員長的兒子，委員長就是蔣介石，那時候蔣介石推新生活運動，學校要有學生代表，那時候就選蔣建鎬，這個人就是蔣緯國，他的哥哥叫做蔣經國，他哥哥叫作蔣建豐，蔣介石的老家祖業叫做豐鎬源，他的兒子就叫作建豐、建鎬，經國、緯國。儘管這兩個不是親生的，蔣緯國不是他親生的兒子，是代替他的兒子，跟日本人生的。為什麼派他做代表呢？他為什麼在蘇州念一中呢？因為他養母住在蘇州，他養母叫作姚野成，叫作姚夫人，姚夫人是蔣介石的小太太，蔣緯國日本媽媽找了這個人代替她，建鎬那時候跟蔣介石在上海住在一起，那時候蔣緯國唸理學院，我認識他，但他不認識我。

    我唸了半年不想唸了，就決定重新考大學，從一年級再考，一個人跑到北平，那時候叫北平，而不叫北京。我一個人都不認識，我是有一天看了獨立評論，你必須了解這個刊物，這刊物是那時候最大的刊物，編者是胡適之，他那時候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，在台灣叫自由中國，名義上也是胡適之的。獨立評論是周刊，有一次我在圖書館打開獨立評論，裡面有一篇文章，名字我認識，是比我高一些的學長，他寫一篇文章登在那裡，胡適之是編者，文章後面都會介紹這個人是什麼人、做什麼事。這個人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，我聽到他當然是肅然起敬，這個人跟我小同鄉，比我大比我高，他是杭高畢業的，我就大膽的寫信給他說：看你大文非常敬佩，問說我到北平可以嗎？他回信說非常歡迎，所以我就到北京去準備考大學。那時候在大陸沒有補習學校，這是台灣的玩意，我就到北京的公寓住，那時候北平的公寓都是學生住的，在大學附近是前清以前考秀才考不取的明年再考，這些公寓都是這些人住的，考上的都有另外的宿舍，在公寓住的都是天涯淪落人。我就住在故宮附近的北京大學，現在去北大沒用，以前的北京大學叫作燕京大學，是教會學校，北大是在城裏頭，燕京大學在城外面。現在燕京取消了，共產黨當政後取消了，北京大學就搬到那邊去，現在所謂的北大就是燕大。 有ㄧ個人叫作司徒禮登，是最後一任美國大使就是燕京大學的常任校長，燕京大學是教會學校，也算是好的，我就去了北大準備考試。

    一下考試的時間又到了，那時候要準備考試要去北大看看，我住在北大旁邊的公寓就去北大聽課。我就選了胡適之的課去聽，他的課與北大考試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他的課是中國文學史，我也去聽了傅斯年，他是台灣大學早期的校長，他也是北大的名教授。那時候考的是國文、英文、算數，考的主要是這個，不過一聽，就覺得他的英文不行，我從小就是外國人教的，一聽就是不一樣，北大都中國人教的。到了考試的時候，天下的事情很難說，我那時候一考，就在北平考，我一心一意不願意南下，想說就住在北方了，我那時候想去北大或是清華，別的有機會考還是考，我考了北京大學、南京的中央大學。那時候中央大學的排位比現在的中央大學高，就是跟北大一樣的，我一考清華不知道怎樣沒考，我考這兩個學校都考取了。我從此以後不相信考試，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沒有進步，為何去年怎麼考都沒有，今年一考都有。然後我父親就寫信來了，他也看了報紙，那時候大學有分區考試，所以那時候消息也全國要傳播，那時候報紙全國性的很少，也沒有什麼航空。於是他寫信給我說看到我考上，那時候我寫信告訴他考上的消息，他沒收到我的信，但他看了報紙。所以他寫信給我說：我看你考了兩間大學都考取了，他說叫我不要念北京的北平大學，要念南京的中央大學，他說北平時局不穩，不知何時要打。我只好聽話，因為是他給錢，因此我就從北京又到南京，所以中大是我畢業的學校。

    我中大畢業，我當初不是經濟系，所以我是沒有志願的，我北大考的是歷史系。因為我朋友是歷史系，我中大選的是社會系，社會系唸了一年與哲學系合併 ，因為社學系學生太少，老師超過了學生，我們整個學生四年只有四個學生，三個學生是一年級，包括我在內，還有一個女生高班，社會系的教授起碼十來個人。社會系要合併，我們事先不知道，第二年要註冊，就教務處通知來了，通知上寫的是該生要到哲學系報到。我那時候在杭州住，就到了南京，我那三個同學 還有那個女生，我問他們唸不唸哲學，他們都說不唸；那我又問他們要唸什麼，他們就說經濟系，那我就說我也要唸經濟系，我就這樣變成了經濟系。那時候經濟系要轉系的，轉系要上學期辦好，那時候已經開學了本來是不能轉的。那時候怎麼辦呢？我們就跟一個一年級的心理學教授說 ，那個教授是教務長，那時候社會系要念心理學，我們兩個就找了教務長說要轉系，他說那個你趕快去找系主任，那系主任叫作吳贛。那麼那個同學不太會說話，不像我很會說，我就說還有一個女生，我們一致吧。有女孩子又是一個人，我們兩個去徵詢他的意見，第一次進女生宿舍，門口寫的，男生止步。我們就去找那個女生，那個翁小姐就出來，我就跟他說我們兩個要轉系，我們不要唸了，你呢？天下事出人意料，本以為她不要唸，她說她要繼續唸，所以就沒事了。我們就去找了吳贛，吳贛是後來東吳法學院，早期經濟系是吳贛辦的，吳贛就是我老師。吳贛那時候美國回來沒多久 還沒結婚，我們去拜訪他，那時候他剛回來大概是副教授，那時候教授待遇好的 ，那個時候助教大概三百塊，大概現在十五六萬，他住了一個房子很漂亮，還有老媽子來開門。那個老媽子問說甚麼事，我說我們是學生，找吳先生，她說他還沒起來，我問說我們可不可以進去等，就進去屋子裡面了。那房間一蹋糊塗，咖啡、菸捲、酒瓶一大堆，可能前天晚上有PARTY，大概是因為吳先生是單身漢，那時候吳先生起來了，我永遠記得一個眼睛大一個眼睛小，他是四川人，就用四川話問我們什麼事。我說我們要轉系，他說要跟院長商量，我回他說：吳先生，我們是轉定了，你跟院長去商量好了，就這樣這件事情就成了。我是很沒禮貌的，轉頭就走了，後來就進了經濟系。
    一晃過了第二年，那時候發生了中日抗戰，學校就一搬搬到沙賓壩，這地點在重慶，瓊瑤有一本幾度夕陽紅就是在說那裏，是重慶的一個文化區，那裡本來就有一個大學叫作重慶大學，是省立重慶大學。我們就在重慶大學旁邊蓋了一些小房子，後來也有一個南開中學，最近有一本很紅的書，叫作巨流河，作者比我小七歲，他就是念南開的，這本書就在講那個。他在唸書我是大學生他是出初中生，南開是最有名的中學，周恩來就是南開中學的，南開是私立的，張伯霖校長了不得的，從中學變成大學人才濟濟，大學當然不如中學有名，大學是二流大學。後來日本人一炸炸到南開，蔣介石那時候要拉攏張伯霖，就說有我們中國就有南開，我們會重建南開，你放心。後來北方幾個大學要搬，不像中央大學老早準備好在重慶，其他大學毫無計畫，北京大學一搬搬到湖南才搬到重慶，抗戰期間蔣介石政府就宣布北大、清華、南開聯合建立西南聯大，南開是私立學校，合併後南開就變成國立的。

    後來我就畢業了，大學畢業是1939年，那時候要想報國服務，我也參加了幾個服務。然後那時候大學畢業還可以留學，那時候留學我想都沒想到，因為那時候留學有兩種：一個公費、一個私費。公費我想都不想、考都不考，我是沒有機會的，而且那時候沒有經濟學的，都是理工科的公費；私費呢，要自己出錢，我們那時候中產階級沒有這筆錢。天下事很難說，到抗戰有一個期間，政府開放私費留學，以前有管制，跟台灣一樣，有的留學一定要有留學證書才能辦護照，那時候辦護照要有理由，要有教育部的留學證書，這風氣一來，很多人就想試試看。有什麼好處呢？他開放有什麼好處，那時候有外匯管理，有官價還有黑市價格，官價是二十比一，黑市就是四十、六十、八十比一，官價買要政府批准，買外匯要找外匯機構，他開放就表示國家有錢了，所以那時候教育部規定自費留學要考試，不能各個都給。我是第一屆，一考也考取了，考取了我想沒有錢怎麼辦，就用官價買了美金，用黑市價賣掉，來回就有四十塊回來了，我等於一個錢都沒有給，私費就等於公費，所以這個黑市是我那時候開始。你們是做學問，我們是生活阿！那時候黑市匯率波動很大，但官方匯率不變，我那時候一去申請就去念哈佛，那時候出國，從重慶飛到昆明，從昆明轉飛機到印度加爾喀達，然後穿過喜馬拉雅山，這是唯一的出路。抗戰前要出去，日本人都控制了海口，只有空運，進來要靠這條路，出去也要靠這條路，一到印度要換船，那時候沒有飛機，船也沒有普通的船只有軍船，他如果有空位，就可以賣票，不是定期的。他主要是軍用的，我從重慶出發到加爾喀達、然後坐船到孟買、再坐船到洛杉磯、穿過印度洋到太平洋一直到澳洲、然後向上到美國洛杉磯。船要走一個月，那時候船為什麼要這樣走，因為怕潛水艇的水雷打，為了要避免危險，所以要東彎西彎，我從重慶出發到哈佛，一共走了三個月，現在一天坐飛機就可以到了。

    在哈佛我念了兩年，不是錢不夠，錢有的是，那時候一個月兩百塊錢，政府規定兩百塊美金，那時候一般普通生活最多一個月一百塊。那時候我都沒有自己燒飯，都是吃館子的。那麼念了第三年，那時候我還有雄心壯志，想要報國想要救國，我要早點回家，幫國家做一點事情，我就念了兩年，沒拿P.H.D，拿了一個MASTER。為了多了解美國，我到美國各地去看看，比如我一開始到了芝加哥，到了芝加哥大學，那時候哈佛是當權派，芝加哥不行，後來才有起色，我那時候沒有註冊，註冊要給學費，我又不要拿DEGREE，我去旁聽就可以了。我到芝加哥住了半年，後來到舊金山，舊金山有兩個有名的學校：柏克萊大學與史丹佛大學。在美國前後大概三年，然後回國報國，一到了上海，在抗戰期間勝利了，第二次大戰分開的，第一次是1945年的5月勝利，第二次是1945年的八月勝利。第一個勝利叫作V-DAY，VICTORY IN EUROP；第二個勝利叫作VJ-DAY，

VICTORY IN JAPAN。我那時候的心情其實是，當五月分我在哈佛唸，HARVARE YIELD的鐘聲響起，我們還在想甚麼事情，PEACE PEACE WORLD WAR END，我聽到這消息非常高興，過了三個月以後又是鐘聲響起，VJ-DAY，這是真正有切身的關係。我這輩子受盡壓迫，帝國主義的壓迫，我是身受的，我的感觸跟你們不同，心裡非常高興，心理想說好了，我趕快求得學問就回國報效，沒有什麼留在美國這一套的。那個VJDAY以後的二天早上起來我拿了個報紙，報紙的開頭 CIVIL WAR IN CHINA登在NEWYORK TIMES，裡面有一篇社論是這樣寫的，UNFORTUNIT PEOPLE IN UNHAPPY LAND，不幸的人民在不幸的土地上，這就是我的寫照。我莫名的痛苦，這種感受很深，你看這個國家，這個中國沒有出息，過去外國人打，現在中國人自己還要打，打的不夠嗎？我這一輩子都要打， 到台灣這六十年還要打，這是兩個內部的所謂台灣人不是台灣人矛盾衝突。然後回國到了上海，國共戰爭已經在打了，那時候馬歇爾在調停，國共的戰爭後來美國人介入了，派了馬歇爾，那時候他已經五星上將退休了，第二天杜魯門又找他回來代表美國調停國共，調停失敗了。我這個人壯志阿！是一個小書生，毫無用處，不久就到台灣。

   到了台灣後我下定決心，我民國六十六年來到台灣，我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這是我的志向，我現在很安慰，因為我已經如願以償，人家是壯志未酬，我是微志已籌，我死無遺憾。今天我九十二歲，要我回去我隨時可以回去，我充滿著活力。我覺得唸書唸的不好不行，可是每個人有優點有缺點，我們經濟學有比較利益原則，我跟自己比，哪一樣比較好，我唸了多少年的書，只有靠書吃飯，我沒有本領，只有靠書本。怎樣靠書本呢？第一教書，教書就台灣大學，台大第一次我申請的時候沒有要我，原因是台大沒有名額。可是肚子不等我，我只好想辦法，然後有一個學校叫作台灣省立行政專修學校，簡稱為行政專校，這學校新辦，連校舍都沒有，不是大學，是專科，兩年制的。沒有校舍怎麼辦，就借成功中學的校舍，借他夜間部，那時候沒有夜間部，他省立的，就可以一起用，後來不行就又建了省立工業專科學校，就是台北的工專，現在是MIT。他沒有校舍，後來就有校舍，我就想到那邊找工作，他給我兼任教授一門課，上課有了，但吃不飽，他待遇那時候省立跟國立大學、跟專科一樣，台大也沒有幾個錢。後來有第二個學校，叫作淡江英語專科學校，他也沒有校舍，他借淡水一個中學開學，這個學校也要請我兼任教授開一門課，兩個專科各一門課，那時候台大專任教授是要兩門課，我那時候已經有兩門課，兼任沒有幾個錢，比沒有工作好吧！第三，已經有兩個工作了，我有一個朋友年紀比我大，給我介紹當時一個國營事業－台灣肥料公司，那個公司的總經理跟我朋友是老朋友，他勵精圖治，他想翻譯一套書叫做管理叢書，企業管理叢書，我實在不懂，我朋友就介紹我去翻譯第一本書。他也不認識我，就想說給我一本書翻翻看，我還記得這本書叫【做製造業的要義】，每一千字四十塊錢，這四十塊多大的錢哩，兼任教授一個鐘頭才二十幾塊錢，他比我一門課還要高，我就硬著頭皮去做了。那時候十幾萬字，那時候最高的稿費，聯合報才給一千字十幾塊錢，有些還只給五塊錢，我是四十塊錢 。

這個就差不多了，台灣人說我外省人吃台灣米飲台灣水，一點都沒錯，可是我沒有白吃阿！我也辛苦的來賺阿！第四樣工作又來了，有一天國民黨有人來找我，我沒有入黨過，是無黨無派的，他那個秘書長是我老師輩，可能跟我有很密切的關係。他在哈佛作訪問學者，我是學生，我們住在同一個宿舍，他的房間跟我房間是隔壁，那時候我們宿舍沒有私人的浴室，兩個人一起共用，我們兩個都很忙，但總是要碰頭，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。他那時候貴為國民黨的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，總裁之下第一位。他辦了一個刊物叫做新思潮，有一天他派了一個秘書來拿一本書給我，他說我們秘書長請你把這個要一寫一萬字在新思潮發表，稿費是一千字五十塊，這在當時是很高的，再過了不久，時間很快，當初行政專校就請我做專任，所以我就可以比較安穩了。

    然後一下第二年，想不到第二年我已經是專任教授而且兼科主任，不過是代理科主任，原來的科主任台糖公司派他到美國去，那是一個大肥缺，他就請我代理他，那時候我生活沒問題了。沒想到暑假有一天台大系主任跑來找我，有一門必修課，可是台大好幾年沒人開這個課，每年教育部都打回票，所以就跟他商量，教育部也是靠台大的，是借現在僑光堂，現在僑光堂後頭有個地質系，他借了幾間房子就叫作教育部。教育部就說好吧，但是你台大要找人，不然明年就不行了，所以今年非找不行了。我跟他說：你們有商業政策就可以代替，但他們就說不行，我一聽想說天阿！台大要找我，什麼課我都能夠教阿，所以我就進了台大。跟我同時進了台大有一個名人，叫作孫震，也曾當過台灣大學校長，他就是跟我同一年進台大，他說我是教授，他是新鮮人。第一年經濟系教授要兩門課，第一門是經濟政策，四年級的；還有一門就是經濟學，經濟學不是經濟系的，當時經濟系的經濟學要系主任來交，找我的人是系主任。當我開學去上班的時候，那時候的院長是薩孟武，他把系主任換掉，他代理系主任，但他不能教經濟學。他當然不會叫我教，我一個新來的，他找了一個人叫做鄭學稼的人教經濟學，所以孫震他們唸這個課的時候，自己跟我說是四年級正式上我的課，他一年級是在門口聽的。為什麼在門口聽，當時有一個臨時教室，現在就是農業陳列館那個地方，大門前一片，以前沒有大樓的，臨時教室都是平房，一年級的課都在那邊上，不管哪個系都一樣，我教的經濟學是農經系跟法律系合開的，這兩系不夠人數所以合併在一起上課，那時候法律系並不紅，最紅的是經濟系，政治系一直都只是老二而已。他們為什麼在門口聽呢？因為我一開始就講好，鐘聲一響我就來，十點到十二點，我上課鐘聲一響就進來，鐘聲再響我就走；中間休息十分鐘後，我再進來，然後我又走。所以各位同學不能跟著我來，有問題請在班上問，不能下課了才來問，這樣太虐待我了，我只有十分鐘休息，總要尊師重道，這點總要幫我的忙。不能跟著我來，跟著我我一定不答應，我的一堂課就講：我們中國人最不會問，最喜歡背後問，上課不問，怕人家笑我。但我說：學問就是學的會問，這才是學問，問不簡單，問都不會問是不可以的。還有老牌教授都慢慢來 ，鐘聲響不來，鐘聲不響就走了，這就是大教授，所以孫震他們老師還沒來，我就來上課了，他們就在我隔壁，過來一下就到了，那時候房子是破破爛爛的，所以到了第二年經濟學變成我。為甚麼呢？因為那個老師跟學校當局鬧翻所以停聘，鬧很大一個社會輿論，所以經濟學的二年開始就我教，那一年以後我就兩門一頭一尾經濟系，一直到我退休。
    我退休也是提前退休，這六十二年當中，我在美國前前後後唸了七年，我去的時候有時候一年有時候兩年，也有做訪問教授，在美國的小學校，我也還是台大的教授。我到有一次為何提前退休呢？因為學校規定，照我來說，我當過院長，我知道我們同仁要離校，要到外面做事，不能超過兩年，超過兩年要不就回來，要不就辭職，我是負責的人，因為台大是院長制，系主任沒有權，現在我不知道，過去是這樣，所以我自己知道。我有一年學校交流我教了兩年了，第三年他要留我，我考慮了一下，我全家都在那邊，他們都要我留下來，那麼好吧，台大我已經兩年了，不能超過阿，所以我就退休了。我回來找台大校長閻振興辭職，他要我不要退休一直勸我，但我說規定如此，旁人可以，我自己當過主管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就退休了。因此在台灣期間，美國我教了七年，在美國留學唸了三年書，總共十年。我在當中最後我有pr綠卡，可是我沒有歸化，我全家都是美國人，就我不是。後來我回台灣，台大退休已經退休了，所以回來我到文化大學去教，文化的創辦人是我老關係張其昀，就之前新思潮那個，後來當教育部長，他請我去文化教書，我就去文化教，後來又退休了一次。我退休很多次，但我一點好處都沒得到，像是公務員的十八趴我也沒有拿過，照理說我應該有，但我沒有，因為那時候我領，可以選擇月退還是一次退，我們那時候都是選一次退，因為對未來沒有信心。那時候我退休金一次拿了一百萬，我就換成美金 四十二塊抵一塊，兩萬五美金，就沒其他的了。照理來說有房子，有台大的宿舍可以住很大，後來都可以改買，他們說那時候每個教授都有，到我絕對有一個房子，應該絕對可以買，但到了我反倒沒有，因為學校都賣了，沒有校產了，所以就不能買宿舍，到我這時候正好取消。那時候校長是孫震，他特別寫一封信給我要我幫忙這件事情，文化退休後，我就每天到台灣經濟研究院，這裡是榮譽制，我的辦公室就是這個，我就住在這附近。台大附近的宿舍可以住，但我沒去住，新的不如舊的，因為新的宿舍太小了，這裡的院長是我以前的學生洪德生，

是孫震那一班的，找我做研究顧問。我也很方便，多一個房間，每天都在這裡工作，我一生都是靠書吃飯，讀書、教書、寫書，我六十年的生活大概就是如此。我現在每年都會寫一本新書，最近四年我每年都有一本天下遠見出的書，所以很簡單，我三年前開始兼課不兼了，所以沒有教書，但讀書寫書我都仍然繼續。
問：老師曾任高教司司長，請問這段過程是如何？
答：有一年，哪一年我記不得，就是這個張其昀，你知道我剛剛有說過跟他的關係，他教育部在做部長的時候，他有高等教司的一司，最重要的一個司。他本來司長不是我，中華民國的教育部只有兩個部長做的最有聲有色，一個是陳立夫，抗戰期間很多人公費都靠他養活了很多人；第二個就是張其昀，最重要的就是政大、清華、交通、東吳大學的復校，都是張部長時代。他還有對外發展，國外派文化參事，美國、法國、日本各一個，他把他原來那個司長，是他地理學界的前輩，是留法的，所以就把他派去做駐法文化參事。所以就有這個缺，找到我，我告訴他我有三個理由不會做：第一我對行政毫無興趣，因為我的志趣就對行政沒興趣；第二，我對教育行政更沒興趣，從來沒搞過這個東西；第三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是黨員，雖說國民黨已經憲政了，但這是假的，到蔣經國以後也都只是馬馬虎虎，像救國團就是這種的。我要當，國民黨一定會管的，尤其這個缺是管青年人的，更是如此。我怕他誤會，因為這個司長當然需要能受國民黨控制了，過了幾天他又來，又要我做，之後又來一次要我做，到了的四次，他找了一個政務次長吳俊昇，他們都是我中大的前輩。這吳俊昇就是陳立夫時代當高教司的司長，他是北大的教授，是北京大學教授轉到高教司司長，也跟張其昀差不多，他們是老朋友，所以就找他當政務次長。他就到我家來找我，他說部長要我來勸你，古有諸葛孔明三顧茅廬，現在部長來了三次，我又來了一次，你就答應吧。那我沒辦法，只好說不敢當，我跟台灣大學長年來都有關係，我說我最多只能借調，我不放棄台大，以一年為限，不在教育不領薪水，在台大領薪水，我這個司長是這麼來的。後來過了一兩個多月，學生打美國大使館，那個劉自然事件，他是個中國人，被美國一個巡警殺了，說巡警的太太在洗澡，說劉自然在偷看，這個巡警就把他打死了。那時候美軍判斷沒有罪，把他送回國，學生就鬧了，那時候有人說是蔣經國找救國團發動了；不管如何，我上任沒幾天，這件事情對高等教育司很重要阿，我就碰到了這件事。

    過了一年，我應該退了，但我沒有正式退，因為那時候正好放暑假，可是這時候政府改組，行政院院長換人。當初原本的行政院長是俞鴻鈞，是中央銀行總裁，後來蔣介石派為行政院院長，後來被彈劾了，因為總裁任內使用的經費不清不楚，蔣介石對他實在非常親信，中國政府來台灣，有點黃金、有點美鈔，中央銀行總裁就管這個的，被他跟他兒子抬出來的，那時候中華民國風雨飄渺，沒有美元，就是靠這個本錢。這個彈劾後沒辦法就換了他，一換換成陳誠副總統兼任院長，陳誠本來是院長後來當副總統，院長就辭了，後來余鴻鈞接任院長，俞被彈劾了，蔣就把陳拉回來。張其昀是在俞鴻鈞時代當部長的，到了陳誠，要換教育部長，要換梅貽琦，那我趕快寫辭呈，我就要辭職。按照我當初的約定一年為限，他不批准，我說你都不做了，還要我在這裡。當初要調我的時候，他教育部要辦公文給台大，要調我到高教司要徵求他的同意，台大人事室的主任來找我，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情，我說你要回過來批，「說姑予照准，以一年為限」，姑且照准，以一年為限的借調，不從教育部支薪，由台大拿錢。當初人事室主任說這樣未免也太不客氣了，他是頂頭上司，我說是我要你寫的，你公文來我會壓下來，不會送上去看，不重要就不用給部長，不會有沒有問題，我就拿這件事情來說，才辭職照准。那時候美國有一個program，要請高教司司長到美國考察三個月，我就是第一個，我要是辭職這就沒了，你要去美國，就不能去了，這樣就不要辭職。但我硬是要辭，最後我辭了，但我美國還是去了，後來我去了美國回來，我是教育部的名義出去的，我就找當時的部長報告，報告考察三個月，實際上是四個月的經過，因為八二三炮戰就是那年。梅部長就在我去看他的時候，他說：你等會說，讓我先說，我們從你離開之後，這個高教司司長一直等著你回來，沒有派其他人，既然你回來最好了，就麻煩你繼續做吧。我說：梅先生你這個太嚴重了，我說如果我當初考取清華，你就是我的校長，但你的學生錢思亮也是校長，我不是因為你來我就要走，是因為我的借調到期了。他說：這個時候實在很多人想當這個司長，有一個你知道的人等我這個次長很久了，聽到我不幹了，就馬上去運作，他叫做劉雲平。過一段時間，錢思亮要找我當院長，學校的行政跟教育部的不太一樣，後來我就沒有做了。
問：請老師談談對於經濟學在台灣發展的看法？
答：經濟學是一個西方的學問，當然經濟思想在中國老早就有了，做為一個科學，是西方發展出來的，所以經濟學沒有中國經濟學，不成為一套體系。以中國整個經濟學來說，最早都是留美的學生過來的，所以一些的教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。到了我這個階段還是一樣的，就是那一套，一直到我到哈佛又回到台灣，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到台灣才有一個基本的轉變。這個轉變是由我開始的，因為五零年代這個階段，整個世界的經濟學，主要是西方世界，本身也是一個轉變，我不過是跟著這個潮流，我抓著這個潮流，把中國的經濟學迎合這個潮流。簡單來說，就的傳統經濟學分為四個部分來說：生產、消費、交易、分配這樣一套，這一套中國因為抗戰所以已經落伍了，這時候發生了凱恩斯革命。這位先生是1936年寫了一本書，理論從他開始有了一個大的轉變，就是政府對於個人的經濟行為不能放手不管，尤其是三零年代經濟大恐慌，政府不能放任不管，F.羅斯福的新政就是與此不謀而合，英雄所見略同。所以三零年帶一直沒有終止，靠著第二次大戰才真的終止，所以後來大戰一九四五年結束，然後到一九五零年才慢慢回復正途。凱恩斯一九四六年就去世了，這個idea造成一個革命，影響是在一九五零年代，從一九五零到一九七五年，這四分之一個世紀被稱為凱恩斯的時代，即便到了現在，還是凱恩斯這一套，這個idea被一個教授變成了一個教科書，這個人不久以前剛剛去逝，九十四歲，叫做Paul Samuelson，他是哈佛的人，他在1948年寫了一本書叫做Economics，這本書一出版，每三年要重新一次。所以一直到他最近才死，最近沒啥銷路，早期經濟學的書因為他，大家都模仿他翻譯他，他這本書有二十幾個國家的文字。

    我在台灣，也就是整個中國都沒有這一套，我在台大教這個經濟學，我就重新用我的中文來寫一下，寫的最早我的書叫做【經濟學講話】。這就要提到張其昀了，他在當教育部長以前，跟當教育部長時一樣，都在提倡文化事業，像是新思潮，他有一個國民基本知識叢書，裡面有五十本，他的名字都一樣：經濟學講話、政治學講話、社會學講話，我就是經濟學講話的作者，十二萬字，稿費也特別高。那時候是我開始，那我當時用的不是本名，我用的是施康平，我為什麼要叫施康平呢？這個故事要告訴你，就是我那時候不是有公司要我翻譯一本書，我翻譯好了，但是我也不是唸管理的，那時候是硬著頭皮做的，翻好以後，要交了才有錢，我就沒辦法交，差別在我不好意思寫施建生，雖然沒甚麼人知道施建生，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，但是我自己知道施建生，我實在不好意思，這行我也不太懂，我不過憑著中文跟英文來翻譯。那個公司本來對我沒有信心，後來一本書拿去，他們變成非常有信心，不斷的邀我去，我不只一本，還有好幾本，還有一本叫做公共關係，這就是我翻的，那時候是心理學的，他們找我因為這本書我翻譯的好，他們認為把這本書也可以直接給小孩念。所以我這個窮教授，其實從來不窮，我就是一向很舒服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收入比人家多，我後來就沒辦法，一天早上起來打開報紙一看，看到一個標題，聯軍光復平康，那時候韓戰在打，平康是南韓的一個地方，我一看平康這兩個字，覺得不錯，我就要健康要平安，苟全性命於亂事，我就倒過來，選了一個施康平。這裡我還要插一個，我在台大當教授以後，我有ㄧ次在校總區，我看到一個商學系女學生抱著一本書，一看是我的，他也是寫施康平阿，我這個經濟學講話就是十二萬字，這算是一個劃時代的作品，然後就很有銷路。十二萬字實在是不夠的，我就擴大變成二十萬字，這時候名字也改了，變成【經濟學原理】，在經濟學講話的時候，我還叫施康平，這其中還有一個故事，我在台大教書的時候，有一個學生很客氣的來跟我說：施老師，他說你講的這個東西，跟這個書很相近。他的意思好像是告訴我，我就問他：你知道這個施康平是誰阿？他才知道這是我。從此以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就改回施建生，所以老一輩的人，像是孫震等人，都是看我施康平的，那時候新思潮那些每一期一定有ㄧ篇文章，因此不僅是我，就是全世界，Samuelson的書變成世界教科書，還有很多人模仿他的，美國的經濟學教科書不知道多少，都把他的書當成model，當然不是抄的，意思跟結構差不多。現在很多名詞，今天很普通的，像是micro/macro，就是我看了這個書以後，想說這要怎麼翻，我就看日本人怎麼翻的，我是不懂日文，但是他有中文，像是經濟學三個字是日本來的，中國不叫經濟學，中國那時候叫做濟學，像是梁啟超；像是銀行，中國沒有銀行，也是日本抄過來的，我就看日本的翻譯，那時候有一個三省書店，地點在衡陽街，我看日本的翻譯，他叫作鉅視/微視，大看/小看。我覺得這不像話，沒辦法照抄，我就發揮我的心思，我就叫做總體/個體，這是我的翻譯，micro叫做個體，macro叫做整體。那麼當初很多人也不以為意，覺得我算老幾，現在都變成這個了，現在大陸翻得更好，從前大陸都偷印的，他翻譯的比我的好，他叫做宏觀微觀，跟鉅視/微視差多了，那是日本話，這是我翻的，花了好多的心思。所以這個整個的，我不過是抓住這個潮流，是我們的經濟學太落後，把這個要義能夠傳出來，不管喜歡我不喜歡我，不能抹滅我的這個功勞。
問:老師剛剛有提到本來不是很喜歡唸書的？是怎樣的機緣讓老師決定繼續經濟學研究的道路？
答:這我剛剛講過了，我沒有雄心大志，我從五零、六零年代到台灣，我要苟全於亂世，我是要靠我的知識吃飯，所以我一定要把我這個吃飯的工具好好的準備。所以我的課都是規規矩矩的，我從來沒一堂課是馬虎的，我對孫中山很敬佩，有一句話我最感動的一句話，青年要立志、做大事、不要做大官，他有一個解釋，我後來看到，什麼叫作大事，做大官不是大事，作一樣事情，只要有興趣、有意義，把這事情從頭到尾作好它，你認為盡你的能力做到了，這就是大事。所以我做教授，我上課我都當大事的，我每一堂課都是大事的，我上一堂課就做一件大事，我上課笑話多的很，但這就是教育的方法，我沒什麼混的。很多人都是一本書用到底，講義都泛黃了，可是我的經濟學每三年或是四年，我後來經濟原理我自己出版，那麼我還好，過去靠這個人家出版的，拿的稿費有限，自己出版就自己做老闆，就完全兩回事，沒有中間一層，所以我很久不教了，很久不寫經濟學原理。這個經濟學原理，我寫了十二版，每一版不是完全改，但都有修改，印多少次呢？這很難說的，起碼幾十版的，大概平均四年一版，每一版都是重新的，以後慢慢就變了。所以不要說我規規矩矩，我毫無成就，我始終如一，我九十多歲了，在台灣已經六十年了，我從來不開玩笑。到了今天，我就希望能好好的結束了，但很困難，他不去你也沒辦法，我也不願坐輪椅阿！我已經多餘了，我九十二歲了，要走也沒有意外。但是我很淡然，我生活很簡單，我一個便當，一個普通的東西，我身體算是還很好，我就這樣一生很平凡，沒什麼不得了，沒什麼學者之類的稱頭。
   說個題外話，我這一生，死無遺憾，因為我個人這一生經過兩個世界性的大事，我是親自看到，沒說參加，但我看到。第一個大事是俄國革命，跟我童年一九一七年，我還比這個革命年長了了一點，俄國革命這是一個大事情，無產階級革命，從此整個世界要變成無產階級，人人都有飯吃、都有書讀、人人都被解放、人人都平等，這是多好的理想。我年輕的時候很嚮往，莫斯科我覺得我一定要去，可是在他在的時候我沒有去，到了一九八九年，他瓦解了我還在。這個我親自看到，我沒有參加，我對紅色廣場很熟，但我沒去過，那時候沒有電視，由電視影片看到，那時候抗戰期間，史達林最威風的時候，在紅色廣場檢閱軍隊，我書看了很多，這個事情我看到了，是其一。最後莫斯科我還是去了，二零零一年我從美國去的，我到了莫斯科，我參加旅行團，我問了導遊小姐，共產黨革命以前這個紅色廣場有在嗎？他說早就在了，紅色本來以為都是共產黨搞的，導遊小姐說 紅色在俄文中是美麗的意思，景色依舊、人事全非！史達林跟他的夥伴都不在了，整個世界革命現在被證明落空的，這段日子我親身看到非常親切。第二是中國興起，我這一輩子受盡了辛苦，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到了美國跟美國建交，那時候我在學校當訪問學者，我看了電視有記者問鄧小平，問說為何主張共產主義，他回答：我們共產黨很簡單，我們只求我們在世界上取得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，中國的人民可以安居樂業。這沒甚麼稀奇但我非常的感動，現在短短三十年，三十年在歷史上是一剎那，中國是興起了，不管喜不喜歡，他有許多的毛病，但大的局勢，是沒辦法否定的，這麼大的土地，這麼大的人，我認為我是愛台灣，因為我愛中國，愛台灣就是愛中國；愛台灣必須要愛中國，中國好台灣才會好，中國亂台灣第一個遭殃。所以我很滿意，中國現在很多新的建設，我每年都去，最近一兩年沒去，之前去都是去開會阿，順便去看看，專門旅遊我是不會去的，在台灣我是不折不扣的統派，但是我是愛台灣的。
